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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经过还原后存在多种争议，造成使用者和设计者在对其认知和行为方式上的困扰。通过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和“三重性”的溯源、伦理实在性的前提批判、伦理本体属性的考量和“四重性”的实践进路4个层面，解析技术人工物底层属性逻辑的问题，以期从伦理转向视角为技术人工物的技术治理提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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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ontological attributes of technical artifacts, which cause the users and designers to be confused about their cognition and behavi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ttribute logic problem of artificial bottom layer through four levels including the traceability of the "duality", "triplexes" of technical artifacts, the premise critique of ethical reality,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thical ontology attributes and the "fourfold" practice approach, in order to change from ethics to perspective for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technical artifacts to provid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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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发展路径上，技术人工物本体属性产生了主客体矛盾的现象。技术人工物设计完成后，投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使用者对技术人工物的结构认知处于一种“黑箱”状态，设计者对于技术人工物的技术功能是否满足使用者需求同样处于一种“黑箱”状态，两种互为“黑箱”状态的技术人工物逐渐脱离日常生活世界。但在日常经验社会中，技术是常规的客体，以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需求，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技术成为阶段性的主体，人成为技术的附属品，依照这种潜在的发展趋势，将存在指引我们走向技术中心主义危险道路的可能性。因此，技术人工物在特定阶段需要处于一种技术“透明”的状态，需要对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进行还原，在本体论层面厘清技术人工物内涵和外延的界限，充分挖掘技术人工物在其发展路径上的潜在价值，正视技术人工物在伦理转向路径上的关键作用。
1  技术人工物“两重性”和“三重性”的源起
技术人工物是指通过技术实践活动而生成的存在物，是人工自然的一部分，在一定材料或要素制造出来的人工物。技术人工物不包括经济关系的人工物（企业、货币等）、上层建筑的人工物（国家机器、法律等）、意识形态的人工物（文化艺术、宗教等）等类型，非直接指向以技术制品的实物形态存在的技术过程的产物。1998年前后，荷兰技术哲学家 Kroes 等[1]提出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观点，受到其技术哲学研究者Ihde[2]、Mitcham[3]等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是指结构跟随功能，即通过功能“转译”（translation）为结构，结构-功能基于因果关系与行动的语用规则[4]。在工程视角下，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更多的是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的功能主义立场考量（见图1），对于工程师而言,物理结构决定了技术功能，所设计的技术人工物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反复验证和改进。“两重性”的重点在于揭示技术功能与物理结构的联系及技术功能与设计者、使用者的意向之间的联系，明确了一系列的技术人工物实践和工程层面的内容范围[5]。人文视角下的技术哲学对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考虑更多的是物理结构和技术功能如何在应用场景中如期呈现，认为物理结构和技术功能之间存在一种鸿沟，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物理结构呈现出的技术功能不全然发挥设计者所预期的情景。对于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问题，Kroes等[1]后期用了两个三角关系来阐明了这几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结构-功能-目的；技术人工物-实物-社会人工物。但技术哲学荷兰学派Kroes等[1]提出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两重性”，使用传统分析哲学的方法，即以逻辑为分析工具开展研究[6]，仍然无法在理论层面得到有效的解释。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引发了很多争论，最核心问题是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属性与功能属性如何统一到一个特定的技术人工物身上[7]。这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很难与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目的性相匹配，缺少基于实践性推理的技术本体论[8]。




 (
关系
技术人工物
物理结构
技术功能
)
图1  工程视角中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模型

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从人工自然研究逐渐过渡到人工物的研究，在21世纪初正式对技术人工物进行研究。潘恩荣[9]在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的基础上提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类函数模型”，运用“空间分离，时间同步”的逻辑，推导出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肯定性关系。刘宝杰[10]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工程师在设计技术人工物过程中具有自觉跨越结构-功能鸿沟的能力。阴训法等[11]提出技术人工物的“三重性”，即物理结构性、社会功能型和技术过程性。从自然的因果性和社会的目的性阐释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技术过程性是为前两个属性提供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工自然的过程，但大部分研究局限在荷兰、美国等强势技术哲学研究范畴下的演进，很难找到实质性的解决路径。
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也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如，美国技术哲学代表人物Mitcham[3]质疑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和结构是不是二元论问题的延伸，为什么是“两重性”而不是多重性；李三虎[12]主张技术人工物采用一元论解释方法，将功能意义作为被解释的对象，而把与此相关的一切因素，如结构或物性、目的或意向、使用和背景等作为解释要素，试图将伦理属性纳入到本体论的讨论范畴。不难发现，很多研究是在技术哲学经过两次经验转向的背景下演进的，试图用价值论去弥补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隔阂，然而这种做法均存在认识上的前提弊端，因此才会有学者提出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试图从价值论的维度弥补本体论方面的缺陷。
2  技术人工物中伦理实在性的前提批判
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离不开人赋予其具有的伦理实在性。“伦理”的英文为“ethics”，来自希腊文“ethos”，翻译为“习俗”“道德”或“信念”。什么是正确或错误？什么是聪明或愚蠢？研究这些问题的学问统称为“ethics”[13]。西方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道德哲学，有时也会通约，但遇到具体情景时存在其特殊性。Deleuze[14]从约束力层面区分伦理和道德不同：伦理是非强制性规则，道德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规则。伦理是维持日常生活世界发展的秩序，规范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参考线，偶尔存在越过参考线的可能性或参考线存在波动性。但中国哲学的传统认知中对伦理和道德的诠释有所不同，其中对伦理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中记载：“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补著录文献]另有郑玄（注）中讲到：“伦，犹类也。理，分也。” [补著录文献]第二种解释是指人伦道德之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如贾谊的《新书·时变》中讲：“商君违礼义，弃伦理。” [补著录文献]《朱子语类》卷七二讲：“正家之道在于正伦理，笃恩义。” [补著录文献]而“道德”一词同样分为“道”和“德”两个词，与现在所讲道德的意义有很大不同。如《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 [补著录文献]，则属于“礼”的范畴。因此，“伦理”一词认知中存在两条路径，一条集中在人与事物、社会和情景之间的某种秩序，另一条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处理事务方式的良好惯性准则，都无法脱离人赋予其存在的实在性，与技术人工物结构和功能的“两重性”的认知有所出入。
技术人工物是技术的一种物化表现，技术人工物设计的价值便是技术设计的价值体现，具体单项技术人工物的设计过程是基于本体属性的价值化的体现。对于多数的技术人工物而言，本体属性中的物理结构和技术功能的价值增量是缓慢的，更多地来源于技术人工物本体属性中的设计情景和使用情景，设计情景和使用情景的变化丰富了技术人工物的多样性。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技术人工物产生的前提，还原至技术人工物还未产生的状态，去讨论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是什么，会发现无论技术人工物如何演变，最初都是在特定设计情景下的人设计完成，即使某些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来自于人工自然，但是无法抹除人与情景作为设计者设计出技术人工物的事实，因此技术人工物产生的前提存在人赋予技术人工物特定情景下的秩序。另外，技术人工物本体属性变得模糊的原因在于看待其本质的时间维度标准不统一，造成了不同人对于不同技术人工物的认知。站在现在观照历史上产生的技术人工物，原始社会捕猎的石器技术含量很低，但在当时其代表着高技术的人工物，还原维度影响了人们对技术人工物本体属性的认识。技术人工物的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的“两重性”没有彻底还原其本体属性，需要将设计者和使用者中的属性纳入到技术人工物的设计、生产、制造和使用中，即从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到伦理转向演进的认识阶段，将技术人工物的伦理属性纳入到技术人工物实在性的前提批判中。
究其根本，该问题【指代不明】可追溯至技术人工物伦理实在性中的“在”是事实的还是价值的存在。事实与价值的争论起源于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15]25-28发现人们习惯性地将命题中通常的“是”或“不是”的问题过渡到“应该”和“不应该”的问题，成为哲学当中的“休谟难题”。Moore等[16]进一步明确，“是”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应该”则是一个价值论的概念，而事物的存在作为一种客观、中立的事实，不包含任何的价值判断，因此由“是”的客观存在推导不出“应该”的价值判断，称其为“自然主义谬误”。但问题在于，休谟[15]30-35在逻辑实证主义时期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在认识论上却可以把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但价值本身也存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中，从认识论角度，事实与价值可以分开，但在价值实践领域，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的。
人本身是一个行动者，在一项技术孕育产生之前，人们无法全面地从认识论上获取该项技术的事实，随着技术在生活世界中的广泛推广运用，技术本身的价值判断才会产生。对于技术这种事实与价值的矛盾性，这种问题为“科林格里奇困境”，好比踩刹车的程度，如果刹车踩得太死，技术发展受到遏制，如果车速太快，意识到需要刹车时便会控制不住，陷入两难的困境。普特南[17]指出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提出本身不符合客观存在的前提，现实世界中事实与价值缠结在一起，无法简单地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划分；认为伦理学并非没有客观性，但这客观性并不来自于本体论，而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实践内部，即从实践哲学的层面来认识伦理属性的实在性。因此，技术人工物是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存在，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无法脱离伦理的实在性而存在。
3  伦理属性作为技术人工物本体属性的考量
在传统伦理学主导的框架中，受形而上学的体系思维影响，将人类主体从物质客体中分离出来，人类拥有主动和意向性的特权，无生命的物体无法成为道德承担的主体，物质客体无法拥有主观能动性的特权，仅仅具有物性自身反射出的功能性。从传统伦理学的视角是无法分析技术人工物具有伦理性的存在，但现实情况是，技术人工物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了伦理属性的意向性，与传统伦理学的解释相悖，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形而上学影响下传统伦理学的解释路径和方式。但主流伦理学理论未曾给物质客体的道德维度留有余地。人们通常认为伦理学是人类独有的属性，但随着技术赋予物质客体的意向性，技术人工物已经无法安分地处在物质客体层面，人们渐渐意识到技术人工物的客体身份，被技术赋予了某种道德维度，因此，关于物的伦理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工物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框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如何体验世界的方式，并且它们塑造着我们一代代人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我们共同“进化”和演进。
Ihde[2]从“人-技术”的关系视角解析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而非将人类主体和技术客体作为独立的方式进路来展开思考，将“人-技术”归纳为4种关系，从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角度探索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用人与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阐释认识世界的逻辑，即具身关系：（人-技术）→世界；解释学关系：人→（技术-世界）；他者关系：人→技术（-世界）；背景关系：人（-技术-世界）。维贝克[18]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应该被视为先在的主体对现在的客体世界感知和行为关系，而是世界客观与主体主观所经验、所存在的客观世界构成的场所；并不是主客概念先入而是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观察其内在的关系，进而去把握和认识这个世界；用主体和客体来描述人与技术人工物的某种关系是不合适的，尝试着用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相关表述方式替代主体和客体的表述。诸多学者在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路径上，试图寻找解答技术本体层面的终极答案，但都具有局限性，才会有学者尝试从伦理转向的视角试图探究其根本。
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人工物的表现形式也发生变化，技术人工物中的技术成分逐渐走向人们无法控制的预期，影响人在技术人工物的主体地位。对于技术人工物需要加入伦理指标，或者在技术人工物设计过程中将伦理属性作为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从技术人工物的内部路径预防人与技术主客冲突关系，甚至有必要回到亚里士多德[19]提出技术与自然并存的古希腊时期，重新审视技术中的质料、目的、形式和动力“四因说”，重新解析技术与自然的模仿及超越。中国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同样有类似思想的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补著录文献]，只有结合时间、空间、材料和能工巧匠才可以制作出精美的器物。以上两种原典是技术人工物产生的要素，强调了人和自然在技术人工物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技术与伦理之间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经过两种经验转向的分化，结构与功能、人与情景逐渐分化出来，遮蔽了技术根源的本质，因此，重新审视人的伦理要素有助于我们厘清两者的关系，重新思考技术与伦理的演变路径。
Verbeek[20]认为技术本身具有“意向”，技术不是中性的工具，它们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发挥着主动性的作用。例如电话和打字机最初并不是作为公众沟通和书写的技术物，而是帮助盲人正常生活的的一种设备，电话和打印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已被解释得与其设计初衷迥然不同。Ihde[2]将此现象称为“多元稳定性”，即一项技术有多种不同的稳定性，这取决于其在使用情景中的嵌入方式。技术人工物意向性的伦理内涵存在3个层面，分为能力层级的意向性、指向性层级的意向性和多元稳定的意向性。能力层级意向性的例子中，火车站安检时禁止携带匕首等管制刀具，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菜刀本身具有破坏公共安全的“能力”，有助于“持刀人”危害其他乘客的生命安全，该场景中的多个技术人工物在特定的使用情境中显现了意向性，人们感受到了这种危险的意向性发生。指向性层级的例子中，如ATM取款机通过交互的界面文本信息解释银行卡里的金钱数额，指引你对自己银行卡存款金额的认知；温度计作为非具身的技术人工物的他者，给予现实温度的表征等。技术人工物指向某种特定的意向，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多元稳定的意向性是人与技术人工物共同形成了复合行动体，技术人工物所具有的意向性成为复合行动者意向性的一部分。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关系模型[5],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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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关系模型

另外，有一部分技术人工物的伦理要素便是设计的目的，例如将认识论与实践论最终统一到价值论上，红绿灯、减速带、隔离带等公共空间中维持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秩序的人工物，其诞生的使命就是维护人与人、社会间的伦理秩序。也存在其他目的导向的技术人工物，如避孕套、避孕药等满足人们私欲的技术人工物。技术设计是一个发端于认知、骤定于选择的能动过程，如果说对于技术价值的认知意念是技术设计的起始点,那么对于技术价值的意向性选择就是技术价值由意念到实在的必经之处[21]。
4 伦理转向后技术人工物“四重性”实践进路
技术人工物被设计出来使用的同时，也塑造着人们日常行为习惯，影响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诚如Verbeek[20]所讲：“作为行动者的技术人工物也就受到来自道德评价(moral assessment)的影响:与人类或多或少地相似，技术人工物本身及其活动可被证明为在道德上是善或恶的。”Heidegger等[22]根据技术对存在者的展现方式划分了前技术和现代技术，现代技术对物和存在者的展现是“挑衅”意义上的“促逼”，而不是古代技术的“物性”的“带出”。海德格尔晚期提出了“天地神人”的“四重性”，将技术人工物看成“持存物”，强调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或手段，用“座架”的方式，以分析技术中决定人与存在着的关系[23-24]。因此，看待技术人工物还原至那时、那情、那景、那物的状态，设计出技术人工物的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才可以像设计者预设的使用情景那样，将其“解码”并按照预设的情景中使用。根据技术人工物的内部和外部、投入和产出分为实践进路的“四重性”，即技术功能、物理结构、设计情景和使用情景，将伦理要素融入到技术人工物本体属性中，以缓和技术发展带来的本体论层面的问题。伦理转向视角中技术人工物的“四重性”模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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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伦理转向视角中技术人工物的“四重性”模型

情景是基于生活世界的实践场景，设计者和使用者在设计和使用技术人工物的过程中均在场景中发生碰撞，是一种事实存在的生活世界场域。设计情景是技术人工物设计过程中的本体属性，属于围绕技术人工物设计过程中存在者的场域，包括技术人工物设计过程中各种自然、文化和历史关系的事物。设计情景构建了技术人工物从无到有的全部场域。设计师模拟这种设计情景，促逼某项技术人工物产生，类似于Borgmann[25]“装置范式论”中“聚焦物”的概念，“对于跑步者来说，聚焦物是河边的小路、林间小道或乡间小屋。像其他的聚焦物一样，这些事情经常是潜意识地存在跑步者的意识里。”Borgmann[25]从技术本质的本体研究走向经验研究，努力实现“形而上”研究与“形而下”研究的融合与统一。物化在技术人工物上的不仅有技术发明和技术创造着所生活的世界，而且还有使用者的生活世界。因此，设计情景将成为技术人工物设计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本体属性之一。
使用情景是技术人工物设计过程中动态的本体属性。技术人工物在设计完成后投入使用的过程中，使用情景与设计时预期的不完全吻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性，需要将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使用情景采集后反馈到设计情景中，通常需要经过道德想象、调节设计和责任评估3个主要环节，确保技术人工物在设计情景和使用情景尽可能做到统一，技术人工物的技术功能和物理机构才可以适应真实的使用情景。技术功能不能从技术客体应用的情景中孤立开来，它正是在特定情境中所定义。由于这个情景是人类行为的情景，我们称这种功能为人类行动的情景、人类（或社会）的建构。所以，技术客体分为物理的建构以及人类社会的建构[26-27]。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是在Kroes等[1]提出的“两重性”基础上的延伸，将设计情景和使用情景纳入到技术人工物的本体属性中，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处于同一层级，彼此之间相伴而生，无法简单地割裂而独立存在。
使用情景和设计情景彼此之间相互塑造。设计情景和使用情景是变化不可控的，但其中使用情景悬置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伦理秩序与规范具有一定的共识性。康德[28]在其著作《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3条道德律：普遍的行为准则；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第一条和第二条在传统伦理框架中比较容易执行，第三条要求每个行动者都做到自律，在日常生活中比较难实现，才会出现了法律和物律相关的道德律。将伦理本体属性纳入到技术人工物中作为物律的执行者，需要解析人作为行动者的行为和认知，将其纳入到技术人工物的设计情景中，或者影响创造出一种使用场景。如苹果手机没出现之前，人们停留在键盘式拨号使用的行为状态；当苹果手机问世后，将人的触觉融入到键盘的物理结构中，不单单是物理结构的简化，更深层次表现在物理结构与人的触觉发生一种“具身关系”，改变人们使用方式，随后iPhone7的实体Home键换成了带震动的虚拟Home键，可以通过手指感受到触感强度，身体获得知觉体验。
5 结论
【结论要有对文章的主要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补充完善】
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各种技术及其产物层出不穷，技术人工物的发展是既定的历史规律，是人类文明进步演化的重要过程，从技术人工物本体属性的源头探索内在协调机制，从技术设计和职业伦理的外在路径保障技术人工物的合理发展。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以积极态度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果转化，警惕技术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防止陷入“伦理陷阱”，而阻碍技术人工物的设计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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